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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蒙：我和耀州窑的缘分

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让我们以为今人与古人的生活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但是当我真的触摸过，古代

那些活生生的人触摸过的东西后，这条鸿沟似乎被打破，古人生活的画面似乎就浮现在眼前，令人着迷。

■ 口述：王小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 记录：王慧莹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 口述：曹静芬 新中国第一批射击项目运动员 ■ 记录：杨娜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上
世
纪90

年
代
，中
国
陶
瓷
考
古
学
家
禚
振
西

（
左
）
带
着
王
小
蒙
在
耀
州
窑
遗
址
工
作
。

发掘出一座五代窑炉遗址

我的老家在陕西周至县，很早我就开始学
画画。我的绘画老师在县文化馆工作，兼做文
物鉴定，他能把文物的内涵一一讲出来，我很
是羡慕，这也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
子。高考时我报考了考古专业，因为觉得考古
和文物鉴定很接近。

那时，我经常在画报上看到一些景德镇师
傅在瓷器上画画的场景，很神奇，我也渴望在
瓷器上面进行创作。本科毕业后，我选择继续
留在西北大学读研，研究方向即是陶瓷考古，
我的指导老师是常年在耀州窑遗址做发掘的
禚振西老师，所以，研究生期间我就开始了在
耀州窑遗址的田野实习。在禚老师的指导下，
实习期间我有幸发掘出一座五代时期的窑
炉。耀州窑的历史是从唐到明初，这中间五代
时期的出土文物最少。之前虽然发现过五代
的窑址，但很残破。而这次发现的五代窑炉保
存得非常好，这也是我和耀州窑的一种缘分
吧。五代窑炉的出土，使得这一时期的烧制工
艺面貌更加清晰了。

现在耀州窑考古发掘报告出了三本，分别
为唐代、五代和宋代时期，而这个报告里面如
果没有完整的五代窑炉遗址则是很大的缺
憾。这也是毕业以后我还想回耀州窑遗址工
作的一个原因。

1990年我被调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再次
跟随禚振西老师，参加耀州窑遗址的发掘。当时
要修西铜高速公路，要穿过耀州窑遗址，我们配
合基建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了一次大的挖掘。这
个地方还有两条道，一条是20世纪30年代修的
咸铜铁路，当时是穿过耀州窑遗址的，还有一条
公路，则是2000年以后修的，则是避开窑遗址从
西部绕过的。通过这三条交通线路的修建也能
看出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巨大进步。

耀州窑开创了一种官窑风格

陕西窑址不多，耀州窑是一枝独秀。耀州
窑创烧于唐代，没落于元代，其间烧制出了许
多名满天下的精品，是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
窑是唐代离长安城最近的窑场，到了晚唐，它
的烧青瓷水平已经比较成熟。而晚唐烧青瓷
其实是逆潮流的，当时瓷器的格局是“南青北

白”，所谓“南青北白”就是北方大多是烧白瓷
的，南方以越窑为中心是烧青瓷的，但是唯独
耀州窑，在唐代晚期它的青瓷烧得好。唐代陆
羽在《茶经》中，把各个窑口的茶具排了个序：

“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窑次、岳州次
……”我们认为鼎州窑就是唐代耀州窑青瓷。
耀州窑为什么烧青瓷而不烧白瓷？因为它离
唐长安城很近，当时很多越窑的精品青瓷都到
了长安城，像大明宫遗址，还有唐代一些贵族
墓里都出现过越窑的青瓷。而距离长安城近，
耀州窑工匠是能看到这些上等青瓷的。当时
这里的工匠们，要在北方竞争白瓷，不一定能
竞争过，但越窑青瓷虽然精致，距离唐长安城
很远，运输成本高，所以耀州窑烧青瓷就有地
域上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耀州窑的工匠们
就选择了发展青瓷的道路。

耀州窑的第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当属唐末
五代时期。这个时期从普通的民窑粗瓷一跃
而开始烧精细的青瓷，尤其是青瓷中最美丽的
天青釉瓷的烧制，开创了一种青瓷的新风尚。
而这种风尚在北宋被汝官窑发扬光大，汝窑的
天青釉，以及细小的芝麻钉支烧都与五代耀州
窑相关。这种釉色天青釉质如玉的风尚直到

南宋官窑一直延续，所以，可以说，五代耀州窑
开创了天青釉这种官窑风格。

我们目前还在继续的一个项目是银沟遗址
的发掘。在银沟遗址发掘前，有认为这个地方是
一个新的窑口——鼎州窑。这个消息出来后，我
们也很是兴奋，如果能找到文献中的鼎州窑，是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通过进一步勘
探和发掘，确认了这个地方是富平唐宋县城——
义亭城所在，也是全国仅见的一处保存完好的唐
宋县城遗址，经历了600年繁华。我们已经证实
了它是从唐代延续到元代，这里的地层堆积物里
有大量的这个时期的遗物，元代以后就很少了。
通过地层堆积来了解遗址的历史，从包含物来了
解遗址的性质，从出土的遗迹来了解遗址的布
局，这大致就是我们的工作思路。

富平县城离耀州窑址只有30公里，在宋
代的时候是属于耀州管辖的。它和耀州窑是
什么关系？这个地方还发现了一些五代到北
宋初比较好的天青釉的标本，这里是不是耀州
窑产品对外流通的一个集散地？如果这一点
被证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银沟遗址的发
掘，也是耀州窑研究的一部分，可以了解耀州
窑的销售情况。

我的眼界不能仅仅集中在陶瓷考古

我有幸在耀州窑待了多年，虽然吃了很多
的苦，也奠定了我这几十年来的专业基础和发
展方向。但是如果仅仅只关注陶瓷考古，思路
打不开，研究也很难深入。所以在耀州窑遗址
工作了几年后，就去参加唐代墓葬和唐代帝陵
陵园遗址的考古发掘，后来又出国去日本，拓
展了眼界和思维的宽度。

陶瓷窑址出土的东西和墓葬里出土的东
西，有很多不吻合的地方，如果不做这方面的
工作，就了解不到这一点。举个例子，在挖掘
了唐代节愍太子墓和整理了懿德太子墓报告
后，我发现这两个太子墓都有大批量的唐三彩
出土。陕西的黄堡窑烧制唐三彩，醴泉坊窑烧
制有唐三彩，但是我发现这两个墓里的唐三彩
都不是这两个地方的。

这之后我不只研究唐三彩器物本身，还开
始研究唐三彩的产业和流通。这两个墓里面
的唐三彩，有一部分应该是河南洛阳生产的，
洛阳三彩的销售范围和陕西这边唐三彩的销
售范围是什么情况？这些窑口之间有没有工
艺技术的交流，通过墓葬里出土的东西，就可
以找到很多研究线索。

在发掘唐代贵族墓和整理懿德太子墓资
料时，让我对唐代的贵族墓葬的丧葬习俗以及

唐代壁画的绘制水平，壁画的题材都有了更加
深刻的认识。比如唐李道坚墓中的一组屏风
画，它是模仿当时的实物样子，在棺床周围围
上屏风，但不是屏风的实体，而是屏风的壁
画。李道坚墓中的壁画是6幅山水屏风画，这
一发现震惊了业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巫鸿
先生是国际知名的艺术史和美术考古大家，也
特别关注这组山水屏风画。他还专门带队到
我们的工地参观，在墓室里面一待就是两小
时。墓葬发掘完以后，我们也对山水屏风画仔
细地进行了扫描，观察和讨论了它的绘制过
程、墓葬的建造过程。无论是墓葬挖掘，还是
进行懿德太子墓报告的整理，对我在古陶瓷的
研究领域，都是一种拓宽，为我未来的考古研
究之路带来了更多可能。

古人生活的画面似乎就浮现在眼前

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让我们以为今人与古
人的生活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但是当我真
的触摸过，古代那些活生生的人触摸过的东西
后，这条鸿沟似乎被打破，古人生活的画面似
乎就浮现在眼前，令人着迷。

在富平县定陵挖掘500座唐代砖瓦官窑
时，我们有了一次意外发现。当时，我们在清
理窑炉本身时，在窑炉壁和隐蔽的烟囱中，发
现了字画。这些字画有的能辨认，有的辨认不
了，为什么辨认不了？因为它是重重叠叠的。
这些字画是窑建好以后写上的，写完后才开始
烧窑，一烧窑窑壁就变硬，字画就留下了。我
们推测是工匠技师在建窑时留下的。烧窑的
工匠是分等级的，在唐代文献里记载，水平特
别高的工匠叫巧儿匠、长上匠，能写出这么好
的字，画出这么好的画的肯定是有一定文化水
平的人。看着这些字画，当时工匠工作时的场
景就从脑海中闪过，我们和这些遥远的古人似
乎离得更近了。

在做出土器物整理时，遗物上留下的每一
个细小的痕迹都能让我们感受到古人又站在
我们面前。对懿德太子墓报告的整理，是我利
用周末完成的。那段时间，一到星期五下午，
我便独自开车到离西安市大约50公里的乾陵
博物馆，懿德太子墓的资料都在那里。在出土
的陶俑的躯体上，发现了工匠翻模时留下的指
纹。夜晚一个人静静地在办公室里，看着和我
脸对脸距离只有20厘米的陶俑，我们之间似
乎在进行一种无声的对话。干考古工作这么
多年，这些美好的画面和新发现，大概也是支
持我们这些考古工作者能够吃苦，耐得住寂
寞，把这个事情做下去的原因吧。

王小蒙在清理唐墓壁画

15岁成为一名解放军译电员

1935年，我出生在河北深泽县。1943
年，由于日本鬼子在老家那片儿闹得厉害，我
妈领着哥哥和我从河北躲避战乱来到了陕
西，来到了在西安工作的父亲那。后来，我在
西安上了小学。西安解放后，我又上了初中。

1950年，响应“青年参军”的号召，作为班
里唯一报名参军的女学生，我来到了西北军区
机要处成了一名解放军译电员。那时候，志愿
军在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战斗，打仗时间长了，
部队因战减员。后来，西北军区司令部和在朝
作战的十九兵团司令部机要人员进行人员轮
换。就这样1953年我到了朝鲜战场，成为十
九兵团即西线指挥部的一名译电员。

那时候，敌机天天在头顶上飞，炸弹扔
到山里，山里整天轰隆隆作响。当时正值上
甘岭战役最紧张的时候，我们机要处译电
员，时不时半夜要爬起来收发电报。在朝鲜
的时候，虽然生活艰苦，但指战员们精神头
都很好，有困难大家一起克服，那是一段值
得纪念的日子。

入朝以后，我们每个机要人员配发一把
自卫手枪。我经常拆卸、擦拭、练习瞄准……
1954年，在志愿军西线指挥部机关手枪实弹
打靶训练中，我这个身高不到一米六，体重
不足90斤的女同志，手枪实弹打靶成绩竟
然是三位优秀者之一，甚至比另外两位优秀
者——作战参谋和警卫战士的成绩还要
好。司令部机要处出了个“女神枪手”，一下
子吸引了西线指挥部干部战士们的目光。

1955年，志愿军司令部召集在朝各参
战部队枪打得好的同志到司令部进行选拔，
选上后参加国内射击比赛。我擅长的是手
枪射击，但到志愿军司令部后，才知道当时
没有女子手枪比赛项目。于是，我改为步枪
选手参加选拔，射击姿势由站立改为卧姿，
瞄准也从手枪短距瞄准改为步枪的长距瞄
准，标靶也从手枪最远距离50米改为步枪
距离50米和100米两项。这些改变对于我
可谓是从头再来，困难重重。

我之前没打过步枪，第一次射击时，我
连枪栓都拉不动，每打一发，还需要教官来
帮我装弹退壳，打了几次后，我就开始摸索
着装弹退壳，慢慢地发现了寸劲和巧劲。练
了一段步枪后，我步枪也打得很好，最终，我
这个瘦小的译电员以优秀成绩入选志愿军
射击代表队，和其他十几个人一起代表百万
志愿军战士回国参赛。

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射击项目运动员

回到北京，我们参加了来自全国各个军
区的200多人的选拔赛，从中选出的十几个
人要参加首届社会主义国家射击比赛。尽
管体格、体力偏弱，但是凭借射击成绩突出、
技术稳定、心理素质好的优势，我还是在这
次全军比赛后被选入了国家体委刚刚筹办
组建的国家射击女队，成为共和国第一批射
击项目运动员，开启了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
译电员向专业射击运动员的转变。

1955年，首届社会主义国家射击比赛
在中国举办。这是我们新中国第一次参加
国际射击比赛。比赛前，周恩来总理来到射
击场了解训练情况，当时我们都在举枪训
练，周总理在射击基线后面观看，当他走到
我后面时停了下来。这时队长赶紧叫我过
去见总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既紧
张又兴奋，我向总理汇报了训练情况。

1956年，我国准备参加国际奥林匹克
运动会，各体育项目都在紧锣密鼓备战、选
拔、训练。国家射击队也不例外，在奥运选
拔赛上，我再次打出好成绩，达到了运动健
将的标准。

当年10月18日，我和其他运动项目共
计49位同志在工人体育场受到周恩来总理
的接见，周总理还亲自授予我们49人运动
健将证章、证书。那一天，我们49人成为新
中国第一批体育运动健将。

2016年10月18日，“共和国体育健将
六十载”纪念活动在北京体育馆举行，射击
队就我一个人参加了活动。1956年被授予
第一批运动健将的49人，只有12位老运动

员参加了这次活动。其他人或去世、或有病
行动不便，我感觉自己80多岁能参加这次
活动还是挺幸运的。

我从事射击运动15年里，先后参加两
次全运会，两次全军运动会，三次社会主义
国家射击运动会，三次中苏友好运动会，中
苏、中德（东德）通讯射击赛，雅加达新兴力
量运动会，柬埔寨亚运会和莫斯科公安系统
国际警察（迪纳摩）射击赛等。但让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1959年代表公安系统参加的社
会主义国家警察射击赛。在比赛现场，我用
立、跪、卧三种姿势打出90发子弹，2个多小
时比赛中弹无虚发，当我扳响最后一发子弹
后，当值裁判报出最后一枪射击成绩时，我
心想又成功了，教练的记录成绩应该比苏联
射击名将顿斯卡亚多出3环。然而，当大会
正式公布比赛成绩时，却变成了顿斯卡亚领
先2环成为冠军。我在现场提出抗议，并要
求复靶重新计算。这时候，苏方教练组紧急
找到中方教练组沟通，主动提议说，顿斯卡
亚一直是世界冠军，发奖时奖品可以互换。
也因此出现了在世界体育发奖台上亚军手
捧着冠军奖品，冠军手里拿的却是第二名的
奖品的奇葩一幕。

这次事件让我切身体会到，运动比赛就
是和平时期的“较量”，我这个当时没有名气
的运动员要想拿冠军，为国争光，就要打出
更好的成绩，让对手无话可说。为此，我更
加刻苦训练。

1960年7月，恰逢在莫斯科举办社会主

义国家友好运动会，当时我已有5个月的身
孕，但为了国家荣誉和一名“老运动员”的责
任，我毅然出征，国家体委党组也指示运动
代表队做出精心安排，派专人负责拿我的步
枪和行李。在3周的比赛中，对我而言最难
的就是小口径步枪射击立、跪、卧三项中的
卧姿射击，已经隆起的肚子对稳定身体和保
持长时间一个姿势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
事情。我瘦小的身躯不停地在地上扭动，让
身体保持既能稳定射击姿势，又要不伤到肚
子里的孩子，最终我夺得冠军，这也成为我
国射击运动史上的传奇故事。

枪打得好的“法宝”

几十年过去后，我在从四川返回北京的
火车上，听到邻座的一位姑娘和同伴谈论：

“我平时训练时成绩不错，为什么比赛时总打
不好？”听起来好像跟射击有关。我便主动同
她们聊起天来，得知她们是外出参加比赛的
北京市射击队队员。当年轻的运动员们了解
到眼前这位奶奶是我国第一代射击运动员
时，随即报告了带队教练，教练得知我的姓名
时，惊讶地说：“您就是为国家荣誉带孕出征
的英雄啊，我们当运动员时就听教练们讲过
您的故事，我后来又讲给了我的队员们听。”

1961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因
射击训练事迹突出、成绩优异，国家射击队
给予记功一次。1962年我被选为全国青联
委员，1964年被选为国家体委共青团委员

会委员，多次作为有突出贡献者参加人民大
会堂重大庆祝活动，以及国庆观礼和国庆宴
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别人问我枪打得好的“法宝”是什么，其
实就是平时训练，我不追求每次打到10环
还是9环，而是把打得好的时候的感觉“固
化”下来，每次打得好的时候，我会放下枪活
动一下，再拿起枪时，重新调整姿势，看能不
能恢复到那个状态。比赛如果不顺利了，我
就重新调整，一定要找到好的状态，从动作、
姿势、感觉上让人和枪结合到一体，做到“有
意瞄准，无意击发”，把技术发挥到极致。

“文革”期间，我国除三大球和国球等少
数几个运动队保留外，其他运动队都被解散
了，教练、工作人员到五七干校，年轻的运动
员分配到工厂工作。我也从运动队被分配
到了邮电部所属508厂当了一名车间单晶
硅磨片工。

12年后，我成为508厂成品车间的车间
主任，后来又被调到邮电部纪检组、监察局
任处级监察员，在这个岗位上干了9年直到
光荣退休。

回首走过的路，自己从一个西北的小姑
娘入伍后，经过国家的培养成为朝鲜战场上
的译电员、代表国家出征的射击运动员，何
其幸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论当兵、
当译电员、当运动员、当工人、进机关，我都
服从组织安排，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这
一辈子我努力过了，国家也给了我肯定和荣
誉，我很满足现在的生活。

曹
静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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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破
国

家
纪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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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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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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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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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

曹静芬（原名曹靖芬）, 15岁入伍后，经过部队的培养成为朝鲜战场上的译电员，后来历练成为一名“女神枪
手”，作为新中国第一批体育运动健将代表国家出征，先后参加了国内国外射击专项比赛和大型综合体育赛事20
余次，多次夺得冠军，曾八次打破国家射击记录。

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工人体育场为曹静芬颁发运动健将证章、证书。


